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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传统社会的立足之
本，中国历朝历代皆重视粮食
的生产与存储。汉代，随着大一
统国家的建立、铁农具的广泛
使用以及农业技术交流的加
深，粮食的产量在汉初便出现
了仓足廪丰的局面，可谓“民人
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太
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
外，至腐败不可食。”此时的江
西已经摆脱了“吴头楚尾”“南
楚之地”的混乱状态，在稳定统
一社会环境下，农业取得了快
速的发展。这些富足的图景在
江西地区出土的陶仓（囷）明器
得到了具体表现。

江西汉代仓储明器有哪些

江西汉代考古出土有圆形
和 长 方 形 两 种 类 型 的 陶 仓
（囷），圆形粮储建筑称囷，方形
名仓。江西汉代仓（囷）明器在
以往研究中已有论述，故本文
不再赘述。此外，还有平底无足
囷，在以往研究中未曾被论述，
本文拟作一粗略介绍。

平底无足囷，囷门为纵向长
方形，器表普遍饰以小方格纹。
根据底部及仓盖可分为两型。

A 型 带地台陶囷。仅在高
安地区发现。弧形伞盖，盖面有
多道竖向凹槽以示瓦垄，顶中
央置一翘尾立鸟，弧腹囷身，腹
中部有一周凸楞，囷身下有一
正方形地台，地台四角均被削
去。通高 28.5，口径 14，高 23，底
径15.3厘米（图一：1）。

B 型 无地台陶囷。此类陶
囷数量较多，器表饰小方格纹。
根据顶盖和腹部可分为三式。

BⅠ式 伞状顶盖弧腹，囷
身较高瘦，顶盖明显小于腹部。
1件，出土于萍乡地区。上、下腹
内收较多，腹中部略鼓，顶盖中
央立一鸟。通高 28.5，口径 14，
高23，底径15.3厘米（图一：2）。

BⅡ式 圆顶斜弧腹，囷身略
矮瘦，顶盖与上腹尺寸基本相
等。萍乡、高安、宜春、赣州均有
发现。标本以赣州南康地区出土
的陶囷为例（图一：3）。下腹内收
较多，整体似球形。通高26.9，底
径17.6，口径8.1，盖径7.8，盖高6.9厘米。

BⅢ式 弧顶筒状腹。萍乡、宜春均有发
现。标本以萍乡地区出土的陶囷为例（图一：
4）。顶盖略大，囷檐外延较广，腹部呈圆筒状，
整体较敦实。通高 21.1，盖高 4.4，盖径 23.5；仓
口径20.3，仓高17.6，仓底径10.9厘米。

上述陶囷只是江西汉代陶仓（囷）一角，却
道出了汉代江西仓储设备多样的现实。笔者曾
对江西汉代陶仓（囷）做过较为详细的统计，已
发现的陶仓（囷）明器有 80余件，数量可谓普
遍且壮观。不难看出，陶仓（囷）普遍用于随葬
反映了江西汉代农业已呈现出丰足的状态，家
庭中粮食的产量已有结余。此外，据笔者考察，
江西西汉陶仓（囷）数量和类型明显逊色于东
汉，陶囷较陶仓普遍。此外，整个汉代陶仓（囷）
集中出土于赣中北和赣西，这与江西汉墓的分
布相一致。从陶仓（囷）时代上看，西汉早期开
始随葬，西汉后期仍未出现大面积普及，迨至
东汉雨后春笋式萌发并暴增（图二）。

江西汉代农业的实力

中国传统社会为农耕型社会，以自给自足
的自然经济为主要特征，靠农业耕作赖以生
存。汉初豫章郡的设立，江西融入了大一统国
家版图。以建筑明器随葬为秦人的葬俗，陶仓
（囷）更是关中秦人葬俗的典型器物类型。从汉
初赣西地区四足陶囷的随葬可以看出江西地
区在西汉早期已经有北方秦人文化的渗入，更
有学者直言“中国晚期到秦代，中原的政治势
力已经深入赣江的中上游地区”。汉承秦制，在
短暂的秦王朝无法展开的丧葬文化，终在汉朝
太平的社会环境中传播开来。汉武帝时期，江
西成为全国重要的产粮区，史书记载“越人欲
为变，必先田余干界中，积食粮乃入”。这反映
出江西余干地区在汉武帝时已成为非常重要
的粮食产区，在国家战略支援中具有重要地
位。到了东汉时期，豫章郡的粮食调往东郡、南
阳、庐江等地。这些都是豫章郡粮食富足的实
例，也是北方汉文化传播的具象，它反映到仓
储明器上，便是陶仓（郡）在东汉早期开始在
江西出现“井喷式”发展。与此对应的是，豫章
郡的人口从西汉末年开始到东汉出现快速增
长。根据有关统计：公元 2 年豫章郡户数
67462、人口数 351965 ，分别占扬州 9.49%、
10.97%；公元 140 年豫章郡户数 406496、人口
数 1668906，分别占到扬州 39.8%、38.46%。这
意味着扬州六郡中，由公元 2 年 1/10 到公元
140年 4/10中居住在豫章郡。农耕社会，人口
是农业社会主要劳动力，人口多则农业发展
快，农业发展快就可供养更多的人口。再加之
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北方汉文化的普及，富足
后的汉代先民更多地用仓储类建筑明器随葬
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江西汉代农业发展的原因

自身战略地位的凸显。在秦汉以前，江西
农业发展进步缓慢，人口基础不足。《史记·货
殖列传》中记载“江南卑湿，丈夫早夭。”“楚越
之地，地广人希……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

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这其中自
然包括了江西。到了战国晚期，情况发生了改
变。新干发现的战国粮仓遗址表明这一时期江
西已经具备了粮食生产和储存的先进技术和
丰富经验。不过当时江西境内各种势力混杂于
此，复杂外部环境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铁器农具
的大范围推广及农业的快速发展，无法实现粮
食的“藏富于民”。随后，在秦始皇开拓南疆过程
中，江西作为重要的通道。在秦征服百越后，新修
的4条道路，其中有1条是自江西南部逾大庾，进
入广东南雄。汉武帝时期，豫章郡再次成为征伐
南越、闽越的重要通道。从西汉初年设置豫章郡
即可看出其在国家南北战略中的重要地位。豫
章郡自身战略地位的提升促使了农业发展所需
要的政策、技术、资金、文化交流得以倾斜，为日
后成为全国重要产粮区奠定了基础。

“北人南迁”的影响。两汉之交，北方动乱，
大量北方人口为躲避战乱南迁。东汉初年，这
些南迁人口“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豫章郡
应包含其内。东汉开始豫章郡人口增量中应有
大量北方移民，他们带来新的农业技术、理念、
工具和劳动力，这促使了豫章郡农业的快速发
展，成为全国重要的余粮区，这在随葬的陶
（囷）仓明器上得到了极大映衬。此外，江西东
汉墓中出土的大量水井明器，为仅次于陶仓
（囷）的明器类型。这些陶井中许多带有辘轳和
滑轮，对农业生产、生活起着一定的辅助作用。
这也正是东汉时期江西粮食丰收、人口快速增
长的最好映射。

地方主政者的影响及铁农具的应用。汉代
豫章郡太守有名可考的主政者有 17人，其中
12人为中原籍贯。东汉顺帝时，豫章太守栾巴

“悉毁坏房祀，剪理奸巫”。这些北方官员作为
中央与地方沟通的桥梁和文化的传播者，自然
会在豫章郡全力推行汉文化，代表北方汉文化
的陶仓（囷）类明器自然在南传进程中最先被
使用。不过，江西地区对陶仓（囷）的吸收并不
是全盘接受。南方多雨是粮食储存面临的最大
问题，在仓储设施“南化”的过程中，干栏式陶
囷正是以江西为代表的南方地区因地制宜“改
造”后的类型。此外，战国中期开始铁器出现并
逐步推广，到了汉代，江西地区出现了锄、铲、
锸、斧、耨、锤、锛等农具，它们都是农业发展的
重要基础和表现。还有就是江西汉墓出土有
鸡、鸭、狗、牛、羊等动物俑，反映出江西汉代，
尤其是东汉六畜兴旺的农家景象。不过需要注
意的是，江西汉墓的分布以南昌、赣西、九江为
中心，这些地区要么是郡治所在，要么是重要
的诸侯封国，还有就是南北交通要道。总之，江
西地区虽然较前朝农业发展迅速，但内部发展
仍不平衡，与北方地区农业发展更是存在差
距。但在全国中的经济地位明显上升，这从陶
仓（囷）的数量以及粮食的产量可一窥全豹。因
此，西晋时设置江州，成为单独的最高一级地
方行政单位，为唐宋时期江西经济的腾飞夯实
了基础。

综上所述，汉初陶仓（囷）明器首次在本地
区墓葬中出现，再到东汉时期陶仓（囷）明器数
量剧增，皆是本地区开发程度由浅入深，由帝
国边陲到纳入国家战略视角，由“饭稻羹鱼，火
耕水耨”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到粮食支援外调
的农业大郡、强郡的集中反映。

江西汉代陶仓（囷）明器是江西农业发展
的重要物证。秦汉之前，江西成为兵家争夺的
重要区域，农业发展受到社会动乱、农业技术、
人口资源等众多影响，以致江西长期处于“无
积聚而多贫”的状态。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秦
汉开启了400余年的大一统局面，社会进入一
个稳步发展的阶段。农业发展所需要的环境、

“北人南迁”带来的巨大人口、农业技术设施的
提升都为汉代江西成为农业大郡、强郡注入了
快速发展的血液。北方汉文化的南渐更带来了
建筑明器随葬的葬俗。可以说，江西农业的发
展开启于国家大一统，受惠于铁器技术，壮大
于“北人南迁”，进步于文化交流。每一个节点
都体现着陶仓（囷）发展的进程。今天深入研究
江西汉代陶仓（囷），对今后江西农业发展、经
济提升或许有一些启发。

［本文系2021年度江西省汉代文化研究
课题项目“江西汉墓考古中有关建筑文化的初
步研究”（编号：21WW27）成果 作者单位：江
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柴尔德（Vere Gorden Childe）是20世
纪最伟大的考古学家之一，他建立的“文
化—历史”研究方法影响深远，在今天的
中国考古学中依然占据重要地位。柴尔德
之前的考古学深受人类学的古典进化论
影响，考古学家们把器物类型看作是地质
学和古生物中的“标准化石”一样的单位，
用它来建立人类文化发展的直线发展轨
迹，即“进化考古学”。1925年，柴尔德所著

《欧洲文明的曙光》一书出版，该书采纳了
德国柏林大学教授古斯塔夫·科西纳
（Kossinna）的“考古学文化”概念（但并未
采用科西纳的种族主义观点），并结合蒙
特留斯（Montelius）的类型学方法，构建了
欧洲旧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中期这段史
前史。《欧洲文明的曙光》被认为是文化—
历史考古学的经典之作，为20世纪上半叶
的史前考古学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范例。

随后，在《史前期的多瑙河》一书中，
柴尔德为“考古学文化”下了定义：“一批
总是反复共生的遗存类型——陶器、工
具、装饰品、葬俗和房屋样式”。这一概念
及其运用在柴尔德晚年出版的《历史的重
建——考古材料的阐释》（以下简称《阐
释》）一书中做了非常详细的说明。

笔者在学习《阐释》一书后，深受启
发，柴尔德于 20个世纪提出的、对考古学
文化的若干见解，对今天的中国考古学仍
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柴尔德关于考古学遗存命名的见解
在《阐释》第八章“史前发生了什么”

中，柴尔德阐释了考古学遗存在发展和演
变过程中的表现以及考古学家应当如何
应对和处理。柴尔德从旧石器时代人类对
自然的渐进垦殖出发，认为人的迁移会通
过考古学文化典型器物类型的分布模式
表现出来，它们通常是围绕一个主要中心
并且或多或少做连续性分布。而在不断迁
移的过程中，“殖民者”会进入新的环境，
这样，“文化就成为一个特殊环境的适应
者，它必须做出调整和改进以适应不同的
环境”。这就要求与原居地惯用者不同的
一套器物类型组合，这在我们看来会与原
来的文化形成鲜明对照。同时，柴尔德强
调，即使是处在发展中的社会，往往也不
情愿放弃原有的习惯。

在具体的操作上，柴尔德从两个层面
进行解释。首先是单个分层遗址中的命名
问题，从底层到顶层的堆积既可以是两个
文化的更迭，也可以是单一文化的发展演
变，判断的标准是地层堆积能否支撑建立
起连续性的类型学序列。这一点在今天已
经成为常识，无需赘言。

第二个层面是在一个地理范围内，遗存发
展演变过程中的命名问题。分布状态的不协调
和异化会因地理（自然的和人文的）隔绝而加快
并更为明显。柴尔德以多瑙河的陶器举例。起
初，多瑙河陶器以高度的一致性分布于一片黄
土区域，并且总是与同样具有一致性的房屋、石

斧和装饰品共存。随着时间的流逝，在黄
土区域内不同的地区中，旧有的陶器造型
和纹饰种类逐步演变为不同的、彼此关联
的本地风格，虽然其变异程度各不相同，
但它们与经过改良后的建筑、兵器和葬俗
等平行共处。与大多数本地陶器风格共存
的某些创新性遗物，有的是完全新型的，
而有些其他的器型至少从类型学上清楚
地保留下源于旧有器物的演变痕迹。当新
的陶器类型与其他一些差异性标志特征
共存，并显示出明显的独立趋势，那么不
管这种陶器类型与其祖型文化有多么明
显的因袭关系，也应该给这种陶器类型以
新的名称。

这一见解为考古学遗存发展、演变过
程中的命名问题提供了具体的标准，即

“新的陶器类型”“其他一些差异性特征”
和“明显的独立趋势”。结合这三项标准可
以对“陶寺遗址第二期遗存”的文化性质
进行讨论。

陶寺遗址第二期遗存的文化性质
再议

1978年至1985年，陶寺遗址进行了第
一阶段的发掘，在居住址和墓地取得了重
要收获。在最终出版的报告中，发掘者依
据地层关系和陶器的类型学演变将陶寺
遗址的遗存分为四期。第一期为庙底沟二
期文化较早阶段的遗存（有研究者认为该
期遗存应当属仰韶文化晚期遗存，与发掘
者意见不同。无论何种观点，都认为该期
遗存同陶寺遗址第二期遗存存在一定的
时间距离，故在此不针对第一期遗存的性
质进行讨论），第二、三、四期即陶寺文化
早、中、晚期遗存。学界争议相对较大的是
陶寺遗址第二期遗存，有研究者不同意将
该期遗存命名为陶寺文化早期遗存。卜工
先生认为该期遗存属庙底沟二期文化；罗
新、田建文先生认为该期遗存为庙底沟二
期文化的地方类型，称之为“陶寺早期文
化”；董琦先生也认为该期遗存属庙底沟
二期文化。

何驽先生通过量化统计分析，对比了
陶寺遗址第二期遗存与典型庙底沟二期
文化的器型，发现“陶寺文化早期不仅出
现了一些庙底沟二期文化不见的新因素，
比重约占24.72％，而且抛弃了庙底沟二期
文化晚期的多种多样的鼎、夹砂深腹罐、
敞口盆、假圈足碗、擂钵、深腹盆、器盖、小
杯、陶箅等，比重约占49.43％，使陶寺早期
文化面貌在整体上与庙底沟二期文化晚
期典型本体因素差别颇大”。高江涛先生
进一步对比了两类遗存的陶质和纹饰，认

为差异较大，并针对量化统计分析结果做了微
调，最终认为陶寺遗址第二期遗存归属于陶寺
文化早期较为合适。

时至今日，对该期遗存的文化归属仍主要
分这两种观点。笔者认为，柴尔德对这一问题提
出的见解仍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于此结合
相关遗址的具体情况进行讨论。

首先，“新的陶器类型”这一标准需要加以
讨论。并非出现新的陶器类型就要另外命名一
个考古学文化，考古学文化内部的地方类型也
可以拥有区别于主体类型的独特因素，关键在
于典型器类的组合与数量的差异。

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典型器类有鼎、斝、釜
灶、外饰附加堆纹的深腹罐、刻槽盆、小口折肩
罐、假圈足碗等，陶寺遗址第二期遗存的器类仅
有极小部分与庙底沟二期文化相近，更多的是
自身新出现的因素，无论组合还是数量均与庙
底沟二期文化存在较大差异。实际上，这一点在
前引何驽、高江涛二位先生的论述中已经讲得
相当清楚。

其次，“其他一些差异性特征”。柴尔德在这
里所说的差异性特征与他所定义的考古学文化
概念相关。前文已述，柴尔德定义的考古学文化
是“一批总是反复共生的遗存类型——陶器、工
具、装饰品、葬俗和房屋样式”，因此他强调不能
仅看陶器的变化，还要注意其他与人类活动相
关的遗存。这其中，工具、装饰品等涉及技术、审
美理念等方面，这些内容不同考古学文化可以
共享，房屋样式依据人群所处环境或等级差异
可以有所不同，这些难以作为界定的标准。值得
注意的是葬俗，葬俗中的墓葬规模、葬具、形制
及随葬品的数量等都可能受到墓葬等级的影响
而显得多样化，随葬品的摆放位置（尤其是大墓
中）则与葬仪相关度更高，葬俗中与人群联系最
紧密的应当是头向。对此，梁云先生已经做了细
致的分析。

陶寺遗址第二期遗存中的大型墓地墓葬头
向均朝向东南方向，即冬至日出的方向，无论性
别还是等级差异都未能改变这一点。与其年代
相当的下靳墓地中，有A、B两类墓葬。A类墓葬
中随葬的陶瓶与陶寺遗址第二期遗存墓葬中所
见陶瓶形制一致，碳十四测年数据集中在公元
前 2300~2150 年之间，二者属同一文化。A类墓
葬的头向同陶寺遗址同时期墓葬一样，也朝向
东南方向。B类墓葬碳十四测年数据集中在公元
前 2500~2250年之间，且M299所出折沿鼓腹罐
（M299:1）与垣曲古城东关遗址庙底沟二期文化
晚期折腹罐ⅠH145:43形制接近，应属庙底沟二
期文化的范畴，头向均朝向东北方向。二者头向
完全不一致，且这种差异是体现在公共墓地中，
具有普遍性，并非个体差异。

最后，这种变化应当有“明显的独立趋势”。
具体在陶寺遗址，应当看陶寺遗址第二期遗存
中的新因素是否继续延续，旧因素是否逐渐消
亡。陶寺遗址第三期遗存中，扁壶、折腹斝、圈足
罐等新的器类持续发展，形态演变序列完整，与
庙底沟二期文化相同的鼎在陶寺遗址第三期遗
存中已经不见，釜灶和缸继续沿用至陶寺遗址
第三期，但逐渐消失，而小口高领罐则持续发
展，形态也有较大变化。综合来看，陶寺遗址第
二期遗存中的旧因素都逐渐消失，新因素则持
续发展，表现出了“明显的独立趋势”。

考虑到这三种现象，笔者认为陶寺遗址第
二期遗存的文化性质当属陶寺文化早期，而非
庙底沟二期文化。（作者单位：四川大学考古文
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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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墓沟是指在一座或数座墓葬外围
设置的浅沟，为附属于墓葬本身的沟类设
施。其最早出现于后李文化小荆山遗址的
墓葬周围，后在红山文化、仰韶文化、良渚
文化、兴隆洼文化等遗址内也有发现，至
秦文化时期最为成熟。围墓沟一度被认为
是秦文化墓葬的重要标识，学界对其研究
也行文颇多，取得了显著成绩。近年来，随
着凤翔秦公陵园、三门峡秦人墓、临潼秦
东陵区等各等级秦人墓葬发现，秦文化围
墓沟的形制、规模、等级等逐渐清晰，新发
现促使我们对秦文化围墓沟的功能与来
源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

围墓沟功用辨析
关于围墓沟的作用学界已多有探讨，

总结来说主要有加高墓冢说、防雨防水
说、兆域说等三种观点。

加高墓冢说认为围沟的存在是为了
加高墓冢从周边取土而形成的，这种说法
存在可商榷之处的。从围沟墓整体布局来
看，墓葬多位于围沟中部，其四周与围沟
之间存在一定距离，如后川村 M243 墓室
北壁与北围沟之间的距离在 4米左右，且
围沟与墓葬之间的空白地带未见土被翻
动的痕迹。再者，秦汉时期墓上建筑较为
盛行，坟丘开始大量出现，发掘墓室与墓
道的土已基本能够满足修建坟丘的所需。
如若为了加高墓冢，完全可以从墓葬周边
取土，远距离取土加高并将取土的区域修
成规整的围沟未免不便。因而加高墓冢说
无法成立。

防雨防水说则是经考古发掘发现围
沟内填土上部为少许淤土，下部为五花
土，故认为围沟的作用是为墓葬防雨防水
而设置的，起到保护墓葬的作用，这种说
法存在一定的不合理之处。如若想使围沟
具备防雨防水的功能，则围沟内的填土需
要经过夯打处理，从而减少积水下渗，同
时围沟周边应存在缺口以便沟内积水排
出。对比上述填土夯打及围沟有缺口这两
个标准来看，难以将围沟的功用判定为防
雨防水。因为在三门峡、陕西等地区目前所发现
的秦人墓周围围沟内的填土多未经过夯打，围
沟均呈闭合状。

最后来看“兆域说”，此观点认为围沟的
作用就是起到界定墓地的范围，早期主要是
贵族使用，后期延伸至中下层贵族阶层及平
民之间，是秦文化葬俗的一种表现形式。从目
前考古发现的材料来看，此说是与实际状况
相符的，主要原因如下：第一从君主陵园来
看，东周时期国君陵园多设置有陵墙来界定
陵园范围，仅秦公陵园采取挖围沟的方式来

表示陵园的范围。如雍城秦公陵园所发
现的 13 座陵园外均有围沟，而且原报告
中根据围沟组合形式的不同可分为双隍
型、单隍型及组合型三类，这种状况在芷
阳秦东陵也有发现。秦公陵园内 13 座陵
园均有中隍，其平面多呈长方形、梯形
等，作为陵园划分的界线；外隍位于整个
陵区的外围，13 座陵园均被包括在外隍
内。所以从君主陵园来看围沟的作用就
是起到界定陵园的作用。第二从小型秦
人墓来看，部分秦人墓周围也存在类似
于秦公陵园的外隍、中隍一类的沟状遗
存。如陇县店子秦人墓墓地南部、北部均
存在一道壕沟，同时墓地内部还存在几
道壕沟将墓地分为四个小墓区，每个墓
区均存在一定的差异。店子秦人墓说明
在部分秦人墓地周围存在与秦公陵园外
隍相似的围沟来作为大家族墓地的界
线，墓地内的墓沟又是一个大家族内不
同小家族墓茔的边界，这可能是中下层
民众效仿王族葬俗而出现的一种现象。
除了在墓地周围有大的围沟外，在侯马
乔村、三门峡地区发现的部分秦文化因
素中低等级墓葬周围有围沟分布的现
象，围沟内多有一到两座墓葬，两座墓葬
的墓主人为一男一女，应为夫妻同茔异
穴合葬墓，性质近似于秦公陵园的中隍。
以此可以推测，围沟的作用主要为界定
墓葬的范围，是秦文化自上而下的一种
表现形式。

围墓沟来源分析
对秦人墓葬周边设置围墓沟的来源

学界也已有过讨论，主要有卡约文化来源
说和史前环壕聚落来源说两种观点。卡约
文化来源说认为秦人围墓沟的来源应是
受到西北姜戎文化中墓葬周围设置围沟
的影响。史前环壕聚落来源说认为卡约文
化墓葬周边的围沟并不是目前所发现时
代最早的，最早的可追溯到良渚文化时
期，秦人围沟的来源并非是从单一文化中
起源的。剖析上述两种观点皆有合理之

处，而且也符合目前考古发现的实际状况。但是
一种考古现象的来源应包括直接来源与间接来
源，直接来源是受此直接影响而形成的考古现
象，间接来源则更多的是对直接影响源而产生
的影响。上述两种观点一定程度上割裂了直接
来源与间接来源的关系，单一的对此进行讨论。
故本文据此对秦墓地围墓沟的来源问题进行综
合分析。

关于秦人的来源问题目前从早期秦人墓葬
内的习俗推断应来自东方。在秦人墓葬内发现
有殉人与人祭、腰坑与殉狗、车马殉葬等习俗，

这些习俗与周人相比差异较大，但与商人习俗
极为相近。同时在李家崖西周秦人墓葬内还出
土有商式陶器，如鬲、簋、大口尊等。上述早期秦
人墓葬内这些习俗说明秦人和商人关系极其密
切，应属于广义殷遗民系统。遍寻目前所发现的
商人墓葬及与商人关系密切的族群墓葬，除在
殷墟王陵区周边发现有围沟外在其他墓葬周围
均未发现围沟。殷墟王陵以东西两大隍壕将王
陵区划分成两大区域，庞大的陵区构筑体系代
表了商王朝对于王权独一性、至高性的建构，故
秦公陵园的外隍应来源于殷墟王陵区周边的围
沟用以划分陵园范围、凸显秦王室权威。但在单
个墓葬周边设置围沟并非是秦人自己所创，而
是受外来影响而形成的。在秦公陵园周围设置
围沟作为外隍一方面是由于穆公时称霸西戎，
势力空前；另一方面秦人作为殷遗民的一支，王
族墓葬也想从形制上效仿商王陵，来彰显自己
的身份地位。

既然单个墓葬周边设置围沟非秦人所创，
那其应该是从秦人进入关中之后形成的。秦人
自进入关中伊始，作为外来族群就开始与本地
的戎族进行长期的争斗。秦庄公时攻破西戎，
收复了犬丘故地，此后历代秦公执政期间多有
对戎族的军事活动，到秦穆公时达到鼎盛。《史
记·匈奴列传》中有“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
服于秦”的记载，西戎问题基本上在穆公在位
期间得到彻底解决，称霸西戎。在长期以来秦
人与戎人的争斗过程中，两方文化互相影响、
互相渗透，同时穆公还将戎人或少数民族的贵
族迁至秦国腹地，所以戎人的一些习俗也会对
秦人产生一定的影响。甘青地区目前所发现的
商周考古学文化有卡约文化、寺洼文化、辛店
文化等，在秦人的遗址内就发现有寺洼文化出
土的马鞍形罐、双耳罐等。在本地区土著文化
的墓葬周围发现有围沟，在青海东部的循化县
苏志村发现有卡约文化中、晚期的墓葬，墓葬
周围设有弧形的围沟，与秦墓周围所设置的围
沟相似。目前由于该区域所做考古工作较少，
暂未发现有更多的围沟墓。长期以来随着秦人
与戎人之间的交流互动增多，卡约文化中晚期
的围沟墓因素也随之融入秦文化中，成为秦文
化中小型围沟墓的直接来源。同时，墓葬周围
围沟的设置一定程度上是受到史前环壕聚落
的影响而形成的，故聚落周围的环壕可以视为
围墓沟的间接来源。

综上，秦人墓葬周边的围沟来源是不同的。
秦公陵园周边的围沟应是受殷墟晚商王陵周边
的围沟影响而形成的，中小型墓葬周围所设置
的围沟应直接源于卡约文化墓葬周围的围沟，
早期围沟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是受到史前环壕聚
落的影响。

（作者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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